
歷史學的方法論與通往和解之路

金　丸　裕　一

１．引言

　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從歷史學硏究者的角度，簡單地整理及介紹我個人對日中
戰爭史的硏究之見解。當然把要考察的每篇著作、論文的重點公諸於世是再好不
過的，但因筆者的能力和篇幅限制的關係，故在此主要聚焦於方法和框架的問
題，同時也想爲日中戰爭史的討論提供一些素材。

　　我觀察到在戰後歷史學中「大故事」的影響力正走向衰退之途，而對一些
「小故事」的闡明已成爲敘述／「叙事（narrative）」的主流。對於該觀察，持反
對意見者並不多。亦即，主要是因爲1980年後期東歐、前蘇聯的「壯大實驗」的
失敗，中國的「市場經濟」化以及北韓的局勢混沌不明，使得硏究者對馬克思主
義的歷史觀念和發展法則的共鳴急速低落。試圖把歷史套在既定的框架之作業，

與其說是一種學術行爲，不如說比較類似政治立場的表明。故以這個轉變爲契
機，歷史學囘歸到原本應有的重視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使命，是值得受歡迎的現
象。也或許因日本國內閱覽史料的條件有所改善，再加上同一時期臺灣與中國開
始公開第一手史料（檔案），發揮了促進「實證史學」正式復甦的作用。

　　1980年代後期在探討戰爭史硏究之際，從另一個意義來看，是個很大的轉換
期。考慮到國民的「對外感情」和「對歷史的認識」之形成時，有一定程度的社
會性的年齡之中，經歷過大戰、並於1920年代以後出生的世代在各界退出第一線
的時期正是1980年代。換言之，這之後談論戰爭的人，不管在腥臭的政治、外交
世界裡，或在硏究、教育的領域，又或是閒話家常，都逐漸被不知戰爭的世代所
取代。

　　不管思想上的影響如何，在擁有悲慘經驗、「不想再重現悲慘事件」之默認
漸漸變弱的情況下，戰爭史硏究取得什麼樣的成果？同時又面臨什麼樣的陷阱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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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將我的想法，舉出以下幾點加以論述之。

２．歷史學者所立足的「科學性」

　　我立志硏究歷史學是30多年前的事（1970年後期），當時對於歷史是科學，

人類是根據法則性「發展」的世界觀，歷史學者有必要爲了實現理想社會而「爲
人民服務」的定律，我認爲這就是崇高的使命。當然，我也明瞭關於這見解，有
不少的批評的情形存在。不過，那樣的「雜音」就像咒文似地，被視爲「反階級
的／帝國主義的反動份子」的長聲嚎叫，所以是有可能立即無視它的存在。

　　然而，就這個層面而言，上述的現實的變化極具衝擊性。1989年當時硏究中
國的我們都一致不解「人民解放軍爲何把槍口面向人民」，感到不信任及絕望。

並且，從197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展開「改革、開放政策」，雖然大體上該政策作
爲既定路線已經固定下來，但是不少的同行都預言中國日漸富裕的同時，「大同
社會」可能會解體。

　　囘顧1980年代，中國的歷史學界也是處於一個大轉換期。由於文化大革命的
失敗引起各方面的混亂，迫使建國（大陸變色）後確立的「中國現代史＝中國革
命史＝中國共產黨史＝毛澤東路線史」的基本構造被重新評估；同時，很長時間
被忽視的社會經濟史、文化史、政治史與中華民國史等也開始被重視。日中戰爭
史的硏究工作在這個時期正式啟動，也正是這個時代所需。

　　簡略地總結上述，日中兩國在80年代可說是既有的「社會主義」乃至「馬克
思主義式」的「人類解放故事」的結束之開端。我們不可忽視中華世界的多元
性，例如臺灣的民主化和殖民地香港的繁榮等。二元論的觀點或「善惡史觀」之
單純的歷史敘述方法，皆快速地失去說服力，而正如上述，突然重新轉向「實
證」。
　　故在此過程中，曾經以「法則性」作擔保的歷史學的「科學性」，就被史料
的「檢證／否證可能性」所取代。可以說硏究主題呈現個別並細分的傾向，而這
也是理所當然的時代趨勢。雖然依各硏究者程度上有所差別，但這是從追求「普
遍性」轉向「個別」傾向的變化。至少忽視或輕視實證的學者必會走向滅亡之路。

　　還是要重覆上述這個問題，我認爲這是值得歡迎的現象，但同時我們當下也
面臨新的難題。就是，從記錄發生的無數事情之龐大的史料群中，選擇哪個史
料，所勾勒出來的歷史也會產生很大的差異。更直接說的話，在方法論上是有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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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善用史料，不做任何竄改，然後引導出自己預設的結論。特别是現代史，無論
是第一手或第二手的史料，所保存的記錄都極爲豐富，因此這個危險性是很大的。

　　而且，只要履行「實證」這個手續，各歷史學者所持的「科學性」和「客觀
性」根本上是無庸置疑的。在選擇史料時，因爲已經是在取捨選擇的前提下進行
的，故這裡所說的「客觀性」，最終還是不會脫離「主觀上的客觀性」之範疇。

　　另一個原因，若我們試圖把討論的時空拉囘至21世纪初期，由於中國經濟急
劇發展，讓中國恢復自信以及作爲政治大國的信譽；相反地，日本則由於泡沫經
濟崩潰之後持續了「失落的20年」，這種閉塞感不斷蔓延。結果造成就算是針對
同一歷史，兩國的解讀與其說是「人類的故事」，不如說是個別「不同的故事」
及「小故事」。
　　在此先下個小結。我們歷史學者會有個通病，就是過度地把作爲學術硏究的
歷史之「叙事」這個工作，視爲科學並客觀的事物。甚至認爲在硏究方法的層級
上，用口述所傳承下來的記憶比記錄的位階更低。雖然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，然
而諷刺的是，「實證史學」的發展過程又會成爲孕育新的「故事史學」的母體。

又，今後的「故事史學」與其說具有人類普遍性的故事内容，不如說其內容是把
國家和民族的情感與願望直接並強烈地反映出來。

　　是否就如實地接受這樣多元性的「故事史學」 的氾濫？除了自己的「故
事」，又是否會肯定他者的「故事」？這些問題有可能左右今後關於戰爭史硏究
的「對話」的型態，以及能否消除因歷史所引起的對立。

３．歷史和解是否可能

　　歷史學可說是把「知性」和「理性」總動員起來的學問。特別是在進行外國
史硏究時，賦予歷史學者的課題是很多的。例如，學習該地方的語言；探究文化
傳統；洞察與目前歷史的結果有關的現代的諸多問題；抱持作爲分析的源頭，吸
收經濟學、政治學、宗教學等周邊領域的知識的態度。本來現代的歷史學堅持站
在重視邏輯整合性的立場，是爲了避免因這些煩瑣性可能引發的各種混亂。

　　不斷接受嚴謹訓練的歷史學者都是禁慾地並慎重地工作，因此確信「眞實」
是藉由自己的「論證」闡明出來的。當然，我自己也不例外。

　　然而，誠如上述，除非是不倫不類的學者，否則在著作和論文中是不會展示
讓人一眼就看出的論證上的破綻，這是現代歷史學的特徵。亦即，任何人都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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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容易地主張自己的成果是「眞實」，是「客觀性的敘述」。
　　目前發表歷史學硏究成果的手段僅限於論文或專書，是無法透過舞蹈來敘說
歷史，也不能用朗讀抒情散文詩代替。因此歷史學是非常傑出的理智學問。但若
眞如此，當在進行哲學性的思考時，我們可以把「眞理」、「公正」或「正義」等
概念用在與歷史評價有密切關聯的表現上？很遺憾地是我想答案是否定的。歷史
硏究者竭盡全力地貫徹於「實證」這個工作，然而，把熱情集中投注在史料的挖
掘上，或許表示其認可價值觀等學術用語的隨性使用。正如我們對於 A先生所
說的「正義」和 B先生所說的「正義」到底是否指得是同樣的現象和狀態，也不
做確認，只是當成是既定的工作流程，一味地、持續地硏讀及書寫硏究成果……。

　　關於歷史的「和解」之重大課題，也許在此可以提出相同的現象。想想現實
生活中傷害我以及我所認識的他者。透過與他／她的對話，然後接受、甚至寬
恕，擁有這樣的寬容心對我而言是非常困難的。關於戰後的「和解」，若我們在
現代史中尋求實例，許多人或許會想起德國與法國，或德國與猶太人（以色
列）。並且會問：「德國能道歉，日本爲何不能？」。
　　在此沒有餘力詳述方國，德國共同教科書的成立過程，但就僅針對一點，在
日本、中國與德國等西歐社會裡「和解」一詞所表逹的意思上的差異，以及「和
解」過程中所呈現的結構性的差異，提出自己的鄙見。

　　（1）首先就我們生活之中實際的感覺而言，我們如何解讀「和解」？在此試
翻閱日中兩國代表性的詞典。裡面關於「和解」的解釋有「①相互的意志變柔
和，融洽，和好。②〔法〕爭吵的當事者互相讓步，互相簽訂終止彼此之間的糾
紛之契約。調解。→裁判上的和解。……」（《廣辭苑》第５版，岩波書店，1998
年，2862頁）。就這個定義，在中國則是「不再爭執或仇視，歸於和好：雙方～」
（《現代漢語詞典》第３版，商務印書館，2007年，551頁），很明顯地該解釋與
《廣辭苑》中②的說明相近。

　　在此應該先確認的是，在現代日文與中文中，「和解」的主語皆是「當事
者」，共存著「雙方」之這種「常識」。該結構正是在當事者 A和當事者 B雙方
的主張有所衝突而發生糾紛的情況下，彼此互相讓步，結果停止糾紛（調解）並
立下契約之過程，亦即是民法上和解的結構（《新法律學辭典》第３版，有斐
閣，1989年，1484頁等）。我們或許可說該法律上的形象，其實已經根深蒂固地
於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語言空間。

　　（2）另一方面，東西冷戰尚未結束的1985年５月８日，西德總統魏茨澤克針
（　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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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戰敗40年的囘想、與猶太的和解，以及對戰爭犯罪的反省，進行一場演講，而
該演講與我們的「常識」有相當大的距離。引文雖然稍嫌長，但在此還是試引用
之。

　　「現今大部分的人在當時還是小孩子，或尚未出生。這些人對於自己沒有親
自動手的行爲，是不能告白自己的罪行。……但是，先人留給他們燙手山芋般的
遺產。無論是否有無罪過，老幼與否，我們全體都必須承擔過去。全體都與過去
的總結有關，也被賦予對過去承擔責任。……問題並不是要克服過去，這是不可
能的，日後也無法改變過去、或當作沒發生過。而是對於過去閉眼不問的人，結
果就是現在也很盲目；想要忘卻非人性化行爲的人，容易陷入那樣的危機裡。

……正因如此，我們一定要理解內心不能體會者，怎能談和解。……內心體會之
行爲本身，就是親眼經驗歷史上只有神才有的行爲。這正是得救的信仰泉源；該
經驗正可產生希望，是得救的信仰，是讓撕裂後又合爲一體的信仰，是能孕育出
和解的信仰。忘卻只有神才有的行爲之經驗的人，也會失去信仰的。……我們本
身內心是需要有智慧和情感的紀念碑。」（《荒れ野の40年―ヴァイツゼッカー大
統領演説》，岩波書店，1986年，16～19頁）。
　　之後，魏茨澤克囘想：「演講之中，曾借用非自己本身宗教信仰的某種宗教
的想法。『若想要試圖忘卻，就會延後解放。得救的秘密就在牢記於內心』，這是
古代猶太教的智慧。我們無法救濟自己本身，也無法當作什麼事都沒發生。我們
經歷過、也參加過深淵。但有件事是我們唯一能做的、也必須做的，那就是誠實
地正視那個深淵。爲了那個事實，也爲了未來著想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」（《ヴァ
イツゼッカー囘想錄》，岩波書店，1998年，232～233頁）。
　　以自己的無力與軟弱爲前提，正視歷史；同時尊重他者內在思維而與他者對
話的態度。並且，並非是由理性和科學擔任超越者的仲介，而是對於以信仰體系
爲基礎的「和解」之確信。順道一提的是，魏茨澤克所使用的「和解」一詞是德
語的 “Versöhnung”（與神和解，神給予赦免），很明顯地是有意識到神學立場所
選用的詞彙。

　　再者，這個結構並非是日本和中國之橫向和解的單純過程。和解或許可說是
首先要由超越者賜予，然後由當事者雙方皆認爲這是超越者賜予的恩寵，而被
「救濟」、雙方讓步，這是從縱向的「和解」出發。這正是擁有神職經驗的魏茨澤
克發揮本領之處。雖然隨著世俗化的進展，宗教色彩減少，但正因猶太教世界與
基督教／天主教世界共同擁有深根於人們心中追求「超越」存在的希求，所以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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茨澤克才能直率坦誠地發表這樣的演講。

　　反觀日本與中國，我們無法找到類似的宗教或精神上的基石。有鑑於有關日
韓和解的諸多嘗試是由雙方基督教／天主教神職者與信徒推動，跟猶太教、基督
教／天主教世界相比，欠缺「可以共同敘說故事」一事，是讓日中之間邁向共有
「內心體會」的歷史認識之路困難的一大主因。當然，像日本、中國與韓國編纂
「共同教科書」等透過知性與理性而致力於對話的行爲，現在仍持續不斷地進
行，本人也給予高度的評價。不過，「智慧和情感的紀念碑」依然需要內涵感性
和感念，互相溝通，才有可能逐漸建立起來。

４．小結

　　本人在此把原本用語言就很難表逹的內容，毫無邊際地撰寫成文。細部的論
點在本論中已經討論過，因此最後僅簡略地總括整體的論述。

　　第一點，日中之間所認知的「和解」可說是屬於法律上／理性層面。故容易
陷入「善與惡」、「被害與加害」之二元論的思考，這也是可能成爲激化對立的元
素。

　　與此相關，第二點，重視理性的歷史學硏究，換言之，歷史學者對於立足於
文獻／實證的標準「敘說」是有限度一事，是否有自覺，或許會成爲決定今後
「對話」方向的主因。當然，有必要徹底地進行實證作業。然而，各位是否有自
覺作爲那個主體的我們本身並非全智全能之嚴肅的事實？甚至有限者「裁判」他
者的可怕性？在此想再度提醒的是，我們應該自省地體認到縱使是「客觀」的
「史實」，但本質上無法脫離主觀上的客觀性之範圍。

　　因此第三點，當論述歷史問題時，我們或許有必要認知到異於歷史學硏究的
方法論之存在，對其抱持寬容性，並且今後進行徹底的摸索。歷史學所擁有的力
量是很偉大的，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」、「以史爲鑑」之格言極具說服力。但當
我們踏出一步遠離身爲歷史學者的自負與理性信仰，凝視現實的「和解」的進展
過程時，我們有必要謙虛地承認那裡存在著從看不見的形而上學／倫理學或神學
的「精神」出發的故事。那麼，我們捫心自問：「到底在哪個階段可以允許歷史
解釋動員想像力與共鳴力而展翅高飛？」。
　　再過30年我或許就會從這個世界消失，但我想利用這次的機會深度思考人類
這麼微小的被造物，從事硏究、教學歷史的工作其目的何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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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記】本文是依據2011年12月27日在中華民國臺灣省花蓮縣國立東華大學歷史
學系學術專題演講 [民國100年1―⑹ ]報吿的「戰爭史硏究的幾個問題」之內容整
理而成的。報吿後，許育銘教授、張力教授、陳進金教授、陳鴻圖敎授等東華大
學師生們給筆者提供啟發思考的各種意見，特此致謝。另外，我非常感謝國立成
功大學歷史學系陳計堯教授於文章作成時給予的建議。

（　　）

125歷史學的方法論與通往和解之路（金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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